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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革命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

———以鲁艺木刻工作团为中心

曾　 荣　 曾沁涵

摘　 要：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议，促使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木刻“中国化”和“民族化”实践中追求革命文艺
的民族形式。而在“中”“西”融合、“新”“旧”调适的过程中，“民族形式”被赋予传承民族文化和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双重

内涵，这为探索延安革命文艺理论的建构路径奠定了基础。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

务的宗旨逐渐深入人心，革命文艺理论由此在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实践中生成。１９４２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后，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作风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则在为形成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

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实践中逐步建构。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鲁艺木刻工作团的文艺实践和思想转变，反映了

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脉络，彰显出革命文艺理论与实践相互演进的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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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延安文艺发展的“分水岭”，１９４２ 年毛泽
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

《讲话》）有力推动了延安革命文艺理论体系的建

构。在此之前，延安文艺界人士基于全民族抗战

的时局，围绕“中”“西”融合、“新”“旧”调适问

题，掀起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议。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成立的鲁艺木刻工作团则通过木刻巡回展览、

木刻新年画创作等革命文艺实践，将木刻艺术与

“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文艺在抗战

宣传和民众动员中的作用，促进了延安革命文艺

理论的生成。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文艺为政

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宗旨逐渐深入人心，

包括鲁艺木刻工作团在内的广大延安文艺界人士

的工作作风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为形

成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的“革命文艺”奠定了基础，并推动了延安革命文

艺理论体系的建构。

在现代民族艺术史的叙事中，多篇关于延安

文艺发展的文章，往往论及并肯定延安文艺民族

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但在专题研究中，由于民族

形式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尚停留在理论探讨

层面，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文艺演进的历史脉络

与基本逻辑亦未厘清，鲁艺木刻工作团成员的创

作实践和思想转变则为考察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

绝佳样本。本文以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创作实践和

思想转变为中心，考察其从追求革命文艺的“民

族形式”入手，到逐步建构革命文艺理论体系的

历程，旨在揭示《讲话》发表前后延安革命文艺理

论体系建构的历史脉络和基本逻辑。

一、“中国化”与“民族化”：革命

文艺民族形式的追求

　 　 当论及延安文艺民族形式问题时，人们首先
想到的是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议。在全民族抗

战背景下，延安文艺界掀起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

理论探讨，这场理论探讨始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

六中全会上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形式问

题的阐述。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毛泽东在中共六
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深刻指出“马克

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强调“没有

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

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

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

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６５１）。短短数语之
中，毛泽东两次提及民族形式问题，并深刻诠释了

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围绕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形

式的阐述，延安文化界人士开展了一场关于民族

形式问题的热议，所议焦点表面上是关于西方外

来形式与中国固有民族形式的关系问题，实则反

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提出后，如何对待外

来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次问题。伴随着民

族形式问题由理论研讨向实践层面转移，鲁艺木

刻工作团胡一川、罗工柳等人结合美术创作实践

推动木刻艺术中国化、民族化，旨在充分发挥木刻

艺术在抗战动员中的重要作用，这在当时产生了

重要影响，并逐渐成为延安革命文艺发展的典型

代表。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胡一川、陈铁耕、罗工柳等以
鲁艺美术系木刻研究班为基础，发起成立鲁艺木

刻工作团，由胡一川担任团长。据胡一川称，工作

团的成立是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成员均来

自“鲁艺美术系的第二期”毕业生，其创建宗旨为

推动延安抗战美术走向前线并影响敌后方（郑工

等，第 ４６ 册 ４４４）。正是基于这一宗旨，工作团成
立后的首次活动，即举行木刻巡回展览。在中共

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的支持下，工作团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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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选自 １９３８ 年春在武汉举行的全国木刻展览
会的作品。携带着这批具有鲜明抗战色彩的作

品，工作团全体成员渡过黄河，翻越吕梁山、大别

山，深入太岳区、长治县等地，为广大民众以及八

路军一一〇师、一一五师、一二九师等举办木刻展

览会。此次巡回展览历时近一年，其间举办了 ７
次专题展览，召开了 ４ 次座谈会，各方反响热烈，
工作成效颇佳。

然而，巡回展出结束后，民众关于木刻作品的

批评意见却纷至沓来，这令木刻工作团全体成员

始料未及。早在巡回展出之前，工作团以为带着

这一大箱木刻作品可以“走遍天下”，但观众的批

评意见表明，这种想法“是行不通了”（孙国林 　
曹桂芳 ４６１）。事实上，从延安出发时，中共有关
领导人对罗工柳等人提出“木刻中国化”的要求，

但对于为何以及如何实现木刻中国化问题，工作

团成员在“思想上不很明确”（孙国林 　 曹桂芳
４６１）。而考察群众的批评意见可以发现，木刻表
现艺术的西洋化问题最为突出。尤其是那些运用

西洋木刻技巧所创作的作品，存在刀法零乱、线条

繁杂等诸多弊端，对此，民众普遍表示这种“形式

不美观，满脸毛，不好看”（孙国林 　 曹桂芳
４６１）。

显然，广大群众难以接受这些刻意模仿西洋

木刻艺术的作品，这突出表现在展出时群众的观

赏热情不高，甚至提出较为尖锐的批评意见，这严

重影响到巡回展览的效果，导致当时的观众局限

于“美术界和知识者”群体（黄梅子　 徐建华　 赵
春晓 １５５）。对此，鲁迅艺术学院教师陈叔亮指
出：正如油画、雕塑等艺术在中国的早期遭遇一

样，上述情况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新木刻

艺术是从“学习外国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

而西洋艺术风格往往强调人物的阴影与背景的刻

画，这既与中国绘画所特有的“清新简洁的传统

风格”差异较大，也与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格格

不入”（郑工等，第 ４６ 册 １７８）。可以说，这种直
接照搬、移植外国艺术的做法，与民众要求美术中

国化、民族化的愿望大相径庭，故被冠以“阴阳

脸”“麻子脸”的俗称，表达了民众不欢迎、不认同

的态度（郑工等，第 ４６ 册 １７８）。
鲁艺木刻工作团团长胡一川则表示，近代中

国“新兴木刻”的出现，并非完全是中国木刻艺术

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受到西欧的新木刻影响

重新创立的”（郑工等，第 ４６ 册 ４２０）。特别是在
创作模式上，中国木刻往往以西欧模式为依据，其

题材“非常贫乏”，许多木刻作品的人物“表情和

姿态是外国式的”，有的甚至完全是“从外国画报

上抄袭来的”，这导致中国普通民众难以欣赏、理

解和接受，即使是外国人看了，也指出“中国的新

兴木刻有点像外国人刻的，而不是代表中国的木

刻”（郑工等，第 ４６ 册 ４２０—４２１）。然而，当时木
刻民族化的要求已经非常紧迫，特别是随着抗战

新阶段的到来，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的要求日益

迫切，这就要求木刻工作者在熟悉和了解“中国

目前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将木刻艺术与“民族解

放斗争”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起到抗战宣传和民

众动员的作用，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木刻艺术中

国化、民族化发展（郑工等，第 ４６ 册 ４２２）。
需要指出的是，胡一川以木刻艺术中国化、民

族化发展为目标，所述“民族形式问题”的主旨有

二：一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外来形式，特别是在学

习和借鉴“西欧科学的手法”之时，切忌“机械式

地搬家，而应该要按着中国的实际情形来使用”；

二是从发扬“中国民族性”的角度，推动新兴木刻

中国化、民族化发展（郑工等，第 ４６ 册 ４２３—
４２４）。由于民族特性往往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
演进，木刻工作者既要从中国传统优秀画作中挖

掘“能代表中国民族性”的艺术风格，也要根据时

代的演进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创作具有新的时代

特征的中华民族木刻作品（郑工等，第 ４６ 册
４２４）。换言之，中国新兴木刻的中国化、民族化
“不是单纯地使画面上的人物穿上龙袍，也不是

强迫中国目前乡下的老百姓马上穿上西装”，而

是要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英勇事迹中，挖掘和

提炼出最能“代表中国民族性”的元素，形成老百

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郑工等，第 ４６ 册 ４２４）。
胡一川上述关于木刻艺术民族形式问题的观

点，源于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晋西前线和太行山区

举办流动展览会的实践经验。当时，群众参观展

览后纷纷表示，那些木刻作品根本“看不懂”，尤

其是一些“受外国影响较重的作品”，观众看了之

后纷纷表示“不亲切”（郑工等，第 ４６ 册 ４３８）。
事实上，群众更欣赏反映全民族抗战以来“敌后

丰富的斗争生活”的作品，期待见到“能激动人心

和结合敌后斗争的、思想性较高而又易看懂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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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这无疑反映了全民族抗战背景下延安文艺

民族化发展趋向（郑工等，第 ４６ 册 ４３８）。为此，
胡一川向延安木刻工作者提出七项改进意见，要

求新木刻艺术必须牢牢“抓紧中国的中心问题”，

注意从抗战军民生活实际中选择创作题材，使中

国新兴木刻“更切实地变为抗战的刀枪”，从而为

全民族抗战中的民众动员工作注入新的活力（郑

工等，第 ４６ 册 ４２６）。
上述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巡回展览，活动时间

为 １９３８ 年冬至次年春。而考察胡一川关于民族
形式问题观点提出的背景可以发现，木刻艺术中

国化、民族化实践应当与中共六届六中会议的召

开有关。正如鲁艺木刻工作团的主要成员罗工柳

所述，巡回展览活动是为了积极响应中共六届六

中会议的号召。尤其是毛泽东在会上正式提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主题，并强调中国革命“没

文的队伍也不行”，由此提出建设文、武两支革命

队伍的要求，这反映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对革命文艺发展的高度重视，揭示了民族形式

问题讨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内在关联，

彰显出以中国化、民族化为发展趋向的革命文艺

的民族形式（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８２９）。
诚然，面对革命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延安文

艺界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正是在此过程

中，延安革命文艺中国化、民族化的发展趋向得以

形成。而鲁艺木刻工作团追求革命文艺民族形式

之举，既体现了全民族抗战背景下民众动员和宣

传工作的客观需要，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延安文艺界人士求新求变的主观愿望。尤其是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深刻影响下，鲁艺木刻

工作团转变工作思路，坚决抛弃过去沿袭外国手

法进行创作的旧模式，按照“党给我们指出一条

正确的道路”，即“木刻艺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

实践路径，通过奔赴前线、走向农村，深入了解军

民生活，切实将“木刻和政治结合起来”，不断丰

富“木刻作品的内容”，增强木刻作品的思想性和

战斗性，由此“在艺术形式上，对欧化作风开始有

了改变”（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８１２）。可以说，正是
在这种求新求变的创作思想指导下，鲁艺木刻工

作团开启了木刻艺术中国化、民族化的崭新实践，

而木刻新年画创作由此成为探索延安革命文艺的

突破口。

二、中西融合与新旧调适：革命

文艺建构路径的探索

　 　 “中”“西”融合与“新”“旧”调适问题，是延
安文艺界人士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它表面上反

映了鲁艺木刻工作团等延安文艺界人士对中国

化、民族化创作风格的追求，实则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话语构建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形

式问题的努力。而在“中”“西”融合、“新”“旧”

调适的过程中，鲁艺木刻工作团赋予“民族形式”

传承民族文化和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双重内涵，这

不仅推动了文艺在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中作用的

充分发挥，而且为探索延安革命文艺理论的建构

路径奠定了重要基础。

如前所述，鲁艺木刻工作团以木刻新年画创

作为契机，践行中国共产党关于艺术为政治服务、

艺术为群众服务的要求，旨在通过对民族形式的

追求推动新兴木刻艺术中国化发展。当时，鲁艺

木刻工作团成员无不期待着以木刻新年画创作为

契机，为延安文艺带来新的面貌。然而，创作伊始

他们就遇到旧形式如何利用的问题。具体而言，

在创作初期，工作团从中国旧年画中吸收艺术养

分、挖掘艺术资源，先后创作了《莲生贵子》《麒麟

送子》《寿》等木刻年画，却在展出时遭到冷遇。

尤其对于是画作中穿着“洋花布”的娃娃、寓意

“莲生贵子”的莲花、象征“吉庆有余”的鲤鱼、意

喻福寿双全的蝙蝠等（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８１１—
８１３），观众态度冷淡，甚至明确表示不喜欢。

可见，广大民众对不合时宜的旧形式表达了

不接受和不认可的态度，这与工作团“使木刻深

入到群众中去”的创作初衷产生了剧烈冲突（郑

工等，第 ４６ 册 ４３９）。面对旧形式与新要求之间
的矛盾，木刻工作团以选取反映中国全民族抗战

的题材为突破口，创作出《军民合作》等“表现敌

后的斗争和生产”场景的新年画，并且根据中国

民众春节迎“门神”的传统风俗，创作出反映全民

族抗战的新年画《保家卫国》，实现了年画内容与

创作路径的创新（郑工等，第 ４６ 册 ４３９）。
为检验这一创作实践的成效，工作团于春节

前夕在集市上摆设卖新年画的摊位，由此与卖旧

年画的摊位唱起了对台戏。令人欣喜的是，这批

新年画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很快便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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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一些群众还到处打听木刻工作团的住址，

不辞辛劳地赶往工作团驻地购买新年画。据木刻

工作团成员彦涵称，他们利用一个月左右时间设

计并印刷了一万张新年画，结果被群众抢购一空，

最后居然“一张也没剩下”（郑工等，第 ４９ 册
１４５８）。广大群众对新年画的喜爱令他们受到莫
大鼓舞，从此鲁艺木刻工作团为广大群众所津津

乐道，在群众中出了名。彭德怀等中共北方局领

导人向木刻工作团写信予以鼓励，称：经过新年画

创新实践，木刻工作团的“这次勇敢尝试，可以说

是已经得到初步的成功”（郑工等，第 ４６ 册
４４０）。杨尚昆、李大章等还专门接见了木刻工作
团成员，称赞他们的“年画工作搞得好”（郑工等，

第 ４６ 册 ４４０）。而在延安文艺干部工作会议上，
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也对新年画的

创作“给予很高的评价”，甚至将其奉为“艺术为

政治服务，艺术为群众服务的范例”（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８１３）。
中共有关部门领导人的肯定以及广大群众的

喜爱，使木刻工作团成员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

要转变。他们深刻认识到，“木刻艺术必须为政

治服务，必须为党的政治斗争服务，必须坚定不移

地坚持这个方向”，才能促使木刻艺术不断提高

与发展；而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有高度

的政治热情，才能为政治服务得好”（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８１４）。可以说，此次木刻新年画工作之所
以取得成功，其根本原因有二：一是把军民抗战生

活“最火热的斗争”场作为思想基础与“创作源

泉”，借以实现木刻新年画题材与内容的创新；二

是“克服木刻艺术中的欧化作风”，继承和发扬

“民族美术的优良传统”，进而汲取“民族传统中

的精华”（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８１４）。对此，彦涵在
回忆新年画创作过程时亦称：木刻新年画实践之

所以取得成功，首先是因为工作团成员们在思想

上明确了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宗旨，大家主动“把

木刻当成鼓舞敌后军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其次是因为工作团成员们积极将创作内容与抗战

实际相结合，借以“表现革命斗争”的现实场景与

重要意义；最后是因为在创作过程中，工作团成员

们“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并注意研究当地人民的

生活习俗”，体现出对群众生活习俗的重视和对

群众欣赏习惯的尊重（郑工等，第 ４９ 册 １４５８）。
由此可见，木刻新年画创作的成功，在某种意

义上反映了鲁艺木刻工作团追求“民族形式”的

历史场景，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构建背

景下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形式问题的实践路径。

而李少言创作木刻连环画《一二〇师在华北》的

经历，则是这一基本路径的生动写照，不仅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形式发展上的引领作用，而且

揭示出延安革命文艺发展对广大军民的重要

影响。

１９４０ 年初，青年木刻版画爱好者李少言奉命
调至八路军一二〇师，被委任为一二〇师司令员

贺龙和政治委员关向应的秘书。在部队工作和生

活期间，他开始创作木刻连环画《一二〇师在华

北》，这引起了贺龙、关向应等人的注意。当观赏

李少言所作《骑马图》时，贺龙直言：“骑马的人，

骑的不是地方。常言道：‘马骑前背牛骑腰，驴骑

屁股左右摇……’你应当更仔细地观察，不能只

凭想象。”（转引自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６５０）关向应
则从继承和弘扬“民族遗产”角度指出，中国新兴

木刻“应当多接受一些本民族的优良传统”（郑工

等，第 ４７ 册 ６５０）。结合在行军作战过程中的所
见所闻，关向应还向李氏“讲解民族绘画的特点”

与“意境”，强调应当“用很简练的形式表现丰富

的内容”（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６５０）。而当关向应看
了李氏的连环画《一二〇师在华北》之后，对一幅

题为《露营》的画作赞赏有加，称该画突显了夜深

人静之时部队行军战斗的特点，具有革命战斗的

画面感和真实感。可以说，贺龙、关向应在“政治

上、思想上指导”以及艺术上的启迪，激励李少言

“以美术为武器进行战斗”，引导他从此“走上了

党的文艺道路”，促使他在创作过程中积极“向中

国的民族和民间艺术优良传统学习”，不仅避免

了“模仿某些外来形式和袭用现成技法”（郑工

等，第 ４７ 册 ６５０—６５１）的不良倾向，而且逐渐形
成了革命文艺的创作风格。

李少言追求革命文艺的创作旨趣，堪称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引领下延安文艺发展的一个缩

影。这正如鲁艺木刻工作团罗工柳所言，木刻艺

术“从欧化到中国化”，“从群众不喜欢到喜欢”，

这无疑是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变化，而造

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则是革命文艺建构路径的形

成（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８１７）。与罗工柳木刻民族
化的追求不同，鲁艺木刻工作团团长胡一川以

“创造民族形式的新木刻”为旨归，主张利用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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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创造新的民族形式，但并不排斥外国形式的

灵活运用，而是强调“学习外国的形式和科学的

进步的手法”，进而在“中”“西”融合、“新”“旧”

调适之中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艺（郑

工等，第 ４６ 册 ４３０—４３１）。
可见，作为鲁艺木刻工作团追求革命文艺的

一次重要尝试，木刻新年画既在融合“中”“西”、

调适“新”“旧”的过程中实现了“木刻中国化”，

也在一定意义上践行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艺术为

政治服务”“艺术为群众服务”的根本宗旨，彰显

出延安革命文艺建构的基本路径。而伴随着延安

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以及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

这个首要问题”的解决，延安革命文艺理论的生

成基础也已经具备。

三、延安文艺座谈会与革命文艺理论的生成

１９４１ 年夏秋之交，延安美术界发生了一场关
于美术“革命”性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表面上是

艺术流派与思想问题的理论之争，其实质则是革

命新形势下文艺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据陕甘宁

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成员江丰称，当时有几名鲁

艺西山美术研究室成员“醉心于马蒂斯、毕加索

为代表现代派绘画”，主张“新美术应该学习和仿

效现代派绘画”（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５４３）。由于意
识到这种“资产阶级艺术思想”与人民大众的艺

术思想性质完全不同，江丰、胡蛮等人对此表示

“坚决反对”，认为这一倾向既不符合抗战宣传和

民众动员的实际需要，也与广大民众的欣赏习惯

格格不入（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５４３）。他们强调，
“这种脱离生活、脱离人民、歪曲形象并专在艺术

形式上做功夫的所谓现代绘画”，无法表现人民

群众的抗战形象和热火朝天的革命生活。为正确

引导那些从大城市来延安“热情参加革命的美术

青年”，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侵蚀”，

延安美术界人士围绕这场争论所涉及的议题，以

墙报的形式公开展示各方观点，结果表明大多数

人支持美术服务于政治、服务于抗战的意见，并且

否定了“模仿西欧现代派绘画的主张”，从而坚持

了“美术的正确方向”（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５４３—
５４４）。

值得一提的是，江丰作为延安美术工作者的

一员，亲自参与这场争论并深刻剖析了这场争论

的实质。他认为，争论之所以产生，问题之所以形

成，主要是因为文化“为什么人服务的这个首要

问题还未解决”，即：没有认识到文化为抗战服

务、为政治服务的根本宗旨。（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５４４）对此，江丰借用毛泽东的话语称：“之所以出
现这种论调也并不奇怪，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

还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小资产阶级文艺

家，是不可能真正的、全心全意地为革命的工农兵

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上面。”（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５４４）显
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多领域的，

美术界亦不例外，而“为什么人服务”问题无疑是

一个关乎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

延安美术界理论之争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

延安文艺界人士思想交锋和路线斗争的典型反

映。事实上，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之所以产生，从

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没有真正把文艺“同工农兵结

合起来”，由此导致一些更为严重的情况的出现

（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６１５）。据鲁艺美术系学生李
槐之称，当时延安“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是十

分尖锐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观公开向无产阶级挑

战”，导致美术界形成“成天关起门来搞素描、透

视学、解剖学、美术史”的不良风气（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６１５）。甚至在鲁艺这个培养党的文艺干部的
摇篮中，其教学上也“存在着脱离政治、脱离实

际、脱离群众，追求名、洋、古的倾向”，这在某种

意义上折射出“三风”问题给延安文艺界人士带

来的新问题与新挑战（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６１５）。
延安文艺界人士在思想上和实践中存在的诸

多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一场广泛而深

刻的思想运动，厘清问题产生的原因，探索解决问

题的办法，进而达成文艺理论发展方向上的共识，

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则为这场思想运动的发

起提供了重要契机。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２ 日，延安文艺
座谈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召开，毛泽东出席大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讲话时指出：此次会议

的主要目的在于与文艺界人士“交换意见”，大家

共同研究文艺与革命的重要关系，推动“革命文

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

更好的协助”，最终“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

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３７７—３７８）。他强调，上述目标实现的一个重要
前提，是妥善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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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工作对象问题和学习问题。其中立场问题就

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工作对

象问题则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 ３７８）。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会
上提出建设一支文化军队的要求，称革命道路上

有“文武两个战线”，即“文化战线”和“军事战

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３７７）。学习并掌握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的军队”，是战胜敌人

和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３７７—３７８）。毛泽东建设一
支文化军队理念的提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时代价值，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文化

社团则是这支文化军队的核心力量。

继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后，５ 月 １６
日，第二次会议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会议室

召开。与第一次会议不同的是，在毛泽东的提议

下，此次会议的与会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毛泽

东则作为一名聆听者，广泛听取大家“对文艺问

题发表的各种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３８０）。５ 月 ２３ 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即最
后一次）会议正式召开。会上，朱德首先发言。

随后，毛泽东以“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

题”为主题作总结讲话。首先，关于文艺为什么

人服务的问题，毛泽东通过阐述“为群众的问题”

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发

展“为工农兵的文艺”，进而构建“真正无产阶级

的文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３８１）。针对延安
文艺界存在“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

的倾向”，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是为人民大众

的文艺，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强调“一定要把立足

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

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

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

无产阶级这方面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３８１）。其次，关于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毛
泽东发出“到群众中去”的号召，并通过阐述“源”

和“流”的关系问题，倡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走

群众路线。他指出，广大军民热火朝天的战斗生

活是“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文艺工作者

只有践行群众路线，“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

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

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

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才能创作出既源于生活而

又高于生活的优秀文艺作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 ３８１）。此外，毛泽东从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
的角度，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他指

出文艺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革命

任务的完成，以及促进党内外团结上起着重要作

用；另一方面，他强调在文艺实践过程中必须注意

“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尤其

是后者，由于文艺被赋予了浓厚的“革命”色彩，

因此确切地说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

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３８２）。
综上所述，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召开了三次，

会上发表的一项重要成果，是毛泽东《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中国化的一项标志性成果，《讲话》正式发表无疑

具有重要意义，它深刻指出延安文艺界存在一定

程度的教条主义、轻视实践和脱离群众问题，明确

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为文艺界人士

真正转变思想以及不断走向工农兵群众，提供了

方向指引。可以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以及

《讲话》中所阐发的革命思想、文艺政策和工作方

针，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时

代化大众化，并且为革命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奠

定了基础。

四、《讲话》与革命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

作为延安文艺发展的“分水岭”，１９４２ 年毛泽
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阐明了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而且极大地促进

了延安文艺界人士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的转变。

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三次会议的亲历者，鲁艺木

刻工作团刘岘对毛泽东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记忆

深刻。尤其是在第三次座谈会上，毛泽东所发表

的“震动全国的指导革命文艺的讲话”，“解决了

文艺多年来未解决的问题，推动了新的文学艺术

的前进，指明了无产阶级的文艺要为民族解放，要

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具有深远影响和

划时代的意义（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７６５）。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文艺界风气的转向，

突出表现为文艺界人士工作作风的转变。何其芳

参加座谈会并聆听了毛泽东在第三次会议上的总

结讲话后，深刻认识到这是一个“对中国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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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有着历史意义的结论”，认为结论针对延安

文艺界人士在工作中“没有同革命实际更紧密地

结合起来，即还没有真正做到为工农兵”服务的

弊端，真正解决了“培养什么人才并如何培养”问

题，这使包括鲁艺文学系在内的广大文化界人士

改变了“对待文学的态度”，由此促进了思想观念

的根本转变（何其芳 ４）。
显然，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文艺界人士的

工作作风发生了重要转变。走向民众、走进农村

和部队，以及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逐

渐成为时人的共识。对此，鲁艺美术系教师力群

率先提出“分水岭”的说法，称毛泽东《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延安文艺发展的一个分

水岭”，《讲话》“加强了文艺工作者的群众观点、

劳动观点，重视了文艺的普及工作，纠正了过去脱

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等不正之风”，逐渐

形成了文艺界人士积极向群众学习的热潮，由此

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革命文艺迈进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６８８）。
无独有偶，与力群上述关于延安文艺发展

“分水岭”的说法相似，参加座谈会的蔡若虹也认

为座谈会召开前后俨然是“两个历史时代”（黄梅

子　 徐建华 　 赵春晓 ２１）。尤其是当毛泽东在
讲话中提到“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

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

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蔡若虹意识到延

安文艺已经步入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新时代

了（黄梅子　 徐建华　 赵春晓 ２１）。需要说明的
是，力群和蔡若虹均在延安从事美术工作，他们作

为参会者在座谈会上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深刻

体会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个令人心潮起伏的

会”，从此以一种更加奋发有为的姿态投入为工

农兵服务的革命的美术事业之中（黄梅子　 徐建
华　 赵春晓 ２１）。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美
术工作者胡一川、古元等人，则在文艺为工农兵服

务的实践中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绩。其中，胡一

川及其领导的木刻工作团创作了大量新作品，这

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富、鲜活，充满了革命

精神和战斗气息。特别是工作团所创作的木刻作

品和新年画，“不但是工农群众的写照，而且是工

农群众的良师益友”（郑工等，第 ４６ 册 ４４２）。广
大群众纷纷将反映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放在家中

的显要位置，革命文艺受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

一斑。

古元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众多参会者之

一，其创作“风格有了显著的变化”，这反映出毛

泽东的讲话“对他的创作生涯有着极大的影响”

（郑工等，第 ４６ 册 ３１７）。这种影响深刻地体现
在座谈会前后古元版画作品《离婚诉》两次创作

的巨大变化之中，即：第一次创作是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之前，由于受了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

（Ｋａｔｈｅ Ｋｏｌｌｗｉｔｚ）的影响，古元采用了阴刻手法，结
果创作的版画并不为群众所喜爱。座谈会召开

后，古元深入延安军民生活实际，开始了第二次创

作。这次他主动“脱离外国影响”，根据“群众对

于版画作品的欣赏趣味和要求”，调整创作的手

法和风格，由此使他的作品成为“从生活出发”的

佳作（郑工等，第 ４６ 册 ３１７）。循着这一创作路
径，古元转而采取线条明快的阳线刻法，先后创作

了《离婚诉》《结婚登记》《区政府办公室》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木刻版画。这些作品生动地反映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陕甘宁边区，经济是

繁荣昌盛的，劳动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幸福生

活”，不仅“具有民族风味”，而且富含“巨大政治

意义”（郑工等，第 ４６ 册 ３１７—３１８）。
延安漫画家华君武则从思想观念的转变入

手，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给了一大批延安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以转折性

的影响”（郑工等，第 ４６ 册 ４６５—４６６）。具体而
言，《讲话》使延安文艺界人士“在文艺观上解决

了文艺为什么人的基本问题”（郑工等，第 ４６ 册
４６６）。尤其是座谈会后，毛泽东通过《延安日报》
文艺副刊主编舒群的联络，召集华君武、蔡若虹、

张谔等人进行面谈。面谈当天，毛泽东以华君武

所作漫画《延安植树》为例，生动阐释了“个别与

一般的关系”“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等问题，借以

阐发“漫画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

宗旨（郑工等，第 ４６ 册 ４６６）。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的洗礼以及毛泽东谈话的启迪下，华君武的思

想发生了重要转变，他在艺术创作中将发展“为

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革命文艺作为追求的

目标和方向，并主张“中国的文学艺术必须有民

族特色，也就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上说的

民族化问题”（郑工等，第 ４６ 册 ４６５—４６６）。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古元版画作品的“民

族风格”，还是华君武漫画作品的“民族特色”，均

·２０１·



文艺理论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反映了延安“艺术形式日趋民族化”的发展趋势，

揭示出延安文艺界人士“在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

务的方针引导和鼓舞下，深入农村，深入部队，同

农民、战士交朋友，和他们生活、工作在一起”的

革命精神和战斗风貌（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５３３）。
对此，延安木刻家江丰在《回忆延安木刻运动》一

文中称：“延安木刻民族化的探索，有明确的目

的，是以群众化为前提，促进木刻作品适应工农兵

群众的欣赏习惯，更好地成为激发他们革命觉悟

的精神食粮。”（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５３３）特别是《讲
话》发表后，延安木刻工作团全体成员积极响应

毛泽东关于“利用民间的文艺形式，把文艺更有

效地普及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广泛利用

民间年画形式，充实和扩大新年画的内容，“配合

当时的各种政治任务”，并把政治性和真实性相

一致的要求作为创作新年画的基本原则，获得了

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有力彰显了文艺与政治的

内在统一性（郑工等，第 ４７ 册 ５３４—５３５）。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讲话》由中共中央机关

报《解放日报》全文刊出。次日，中共中央总学委

发布通知，指出《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

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

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

教科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４７７）。通知强
调，《讲话》“绝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

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

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

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

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４７７）。
需要指出的是，《讲话》正式发表后，迅速成

为延安党政军干部的必读文献。《讲话》被印成

小册子在延安各学校、文艺团体以及知识界等广

泛发行，整个延安的学习氛围空前高涨。在此背

景下，中共中央于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发布《关于执
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由此掀起了“学习和实

践文艺新方向的高潮”（杨立川 　 高字民 ２３７）。
１１ 月 ２１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召开会议，制
定了内容丰富的下乡活动计划，并且动员各学校

和文艺团体“立即分头下乡”（杨立川 　 高字民
２３７）。１２ 月 ２ 日，包括鲁艺木刻工作团在内的鲁
艺师生，组成一个 ４２ 人的鲁艺工作团，由团长张
庚率领，前往绥德开展文艺下乡工作。至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工作团返回延安，历时近半年，工作团的足迹

遍布绥德、米脂、佳县、吴旗、子洲等地。其间，工

作团开展文艺活动 ８６ 次，进行社会调查 ６６ 次。
在此过程中，工作团收集民间剪纸 １６０ 幅，并且注
意从农村广阔天地以及民众丰富的革命斗争生活

中汲取创作源泉。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前后，持续数月之久的文艺下乡
活动告一段落，各文化社团陆续返回延安。为迎

接文化社团的胜利归来，以及总结此次下乡的实

践经验，中共西北局文委于 ４ 月 ２８ 日、５ 月 ２ 日
先后召开会议，鲁艺工作团、边区文协工作团、民

众剧团、西北文工团等下乡文化社团的负责人与

会，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李卓然主持会议，周扬、

艾青、柳湜、马健翎、杨醉乡、张庚、柯仲平、王震之

等延安文化社团负责人先后报告了下乡工作情

况。周扬在发言时指出，此次下乡工作既“表现

了工农兵，又由工农兵参加创作”，使“艺术服从

政治”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西北局文委召集

会议　 总结剧团下乡经验奖励优秀剧作》１）。
柯仲平则根据西北文艺工作团下乡工作的实际经

验，指出“服从当时当地政治任务的临时创作”的

重要性（《西北局文委召集会议 　 总结剧团下乡
经验奖励优秀剧作》１）。李卓然在会议总结讲
话时表示，各文化社团的下乡宣传工作是朝着

“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着工农兵”的具体实践，

这一工作实践的内容“反映了党的政策与扩大群

众运动相结合的现实”，彰显出毛泽东《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讲话》对于延安文艺界人士思想和作

风转变的“巨大历史意义”（《西北局文委召集会

议　 总结剧团下乡经验奖励优秀剧作》１）。
总之，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鲁艺木刻工作团

的文艺实践和思想转变，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话语构建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形式问题

的努力，揭示了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脉

络，折射出革命文艺理论与实践相互演进的基本

逻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

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

底，就能说服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９—１０）可以说，马克思关于
意识形态话语构建的理论阐述，为形成老百姓所

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革命文艺

提供了重要指导。而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鲁艺木

刻工作团的文艺实践和思想转变，则彰显出中国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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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趋向。对

此，《解放军报》社论不无称赞地表示：１９４２ 年毛
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展现了中

国共产党改造思想文化的坚定信念，彰显出延安

文艺界人士与传统观念“最彻底决裂的巨大力

量”，由此宣告了“一个新的群众时代早已来临”

（黄钢 ３）。可以说，《解放军报》此语揭示了革命
文艺理论建构的历史脉络与时代价值，并为阐释

革命文艺理论与实践相互演进的基本逻辑，作了

一个很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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